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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媒体融合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双重背景下，舆论监督报道正经历从“曝光”向“建设性治理”的范式转型。本文以扬州新闻广播四篇民生监督报道为研究样本，其中重点剖析获江苏省优秀广播新闻节目专题二等奖的《八旬老人“人户分离”养老困局调查》，结合《消失的档案》《收费存疑引不满》《同药不同价》三篇日常监督稿件，探讨一线民生记者如何通过“个案切入—系统追问—协同破局”的操作路径，实现舆论监督从解决单一问题到推动制度优化的价值升维。研究发现，建设性舆论监督的核心在于以问题为导向，以协同为手段，以制度完善为目标，通过媒体、公众与职能部门的三方互动，构建“曝光—整改—机制完善”的治理闭环。本文进一步提炼出“民生痛点精准捕捉”“跨域协同调查机制”“政策传导梗阻诊断”“治理方案共建共享”四大实践策略，为新时代主流媒体履行舆论监督职责、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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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al Path and Value Promotion of Constructive Public Opinion Supervision — A Case Analysis of Four Livelihood Supervision Reports by Yangzhou News Radio

Abstract：Against the dual backdrop of media convergence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public opinion supervision reports are undergoing a paradigm shift from simple exposure to constructive governance. Taking four people’s livelihood supervision reports produced by Yangzhou News Radio as research samples, this paper conduct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Pension Predicament of Octogenarians with Separated Household Registration and Residence, which won the Second Prize of Jiangsu Excellent Broadcast News Special Program, together with three routine supervision manuscripts including Lost Archives, Dissatisfaction over Unclear Charges and Same Medicine, Different Prices. It explores the operational path of "starting from individual cases, conducting systematic inquiries and solving problems through multi-party coordination" adopted by front-line journalists, so as to realize the value upgrading of public opinion supervision from settling isolated disputes to promoting institutional optimizat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core of constructive public opinion supervision lies in taking problems as the orientation, coordination as the means and institutional improvement as the goal. Through trilateral interaction among the media, the public and functional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 governance closed loop of "exposure – rectification – institutional improvement" can be established. Furthermore, this paper summarizes four practical strategies: accurately identifying people’s livelihood pain points, establishing a cross-regional collaborative investigation mechanism, diagnosing blockages in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jointly developing governance solutions. It provides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mainstream media in the new era to fulfill the responsibility of public opinion supervision and participate in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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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舆论监督的时代命题与范式转型
舆论监督作为新闻媒体的核心职能之一，长期以来在揭露社会问题、维护公众权益、推动政策完善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1]然而，在传统监督报道中，“曝光—问责—整改”的线性模式往往聚焦于个案解决，对问题背后的系统性、结构性矛盾关注不足，导致“按下葫芦浮起瓢”的重复性问题频发。随着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公众对媒体的期待已从“问题揭露者”转向“解决方案推动者”，这要求舆论监督报道必须实现从“破坏性批判”到“建设性建构”的范式转型。
建设性新闻理念强调，新闻报道应在揭示问题的同时，聚焦解决方案，促进社会对话，推动积极变革。这一理念与我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高度契合，为新时代舆论监督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引。[2]
扬州市新闻广播《12345 政风行风热线》栏目以政务热线海量群众诉求为线索库，常态化产出民生调查监督广播作品。本文基于四篇民生监督报道的实践，重点分析《八旬老人“人户分离”养老困局调查》如何通过个案调查撬动全市养老服务政策统一，探讨建设性舆论监督的操作逻辑、实践策略与价值实现路径，以期为一线记者提升监督报道的治理效能提供参考。

二、文献综述：从“第四权力”到“治理伙伴”——舆论监督研究的理论演进
（一）传统舆论监督：权力制衡与问题揭露
西方新闻理论中，舆论监督被视为“第四权力”，核心功能是对公权力进行制衡。[3]我国新闻学界早期研究多聚焦于监督的“批判性”与“揭露性”，强调媒体作为“社会守望者”的角色，通过曝光腐败、不公等现象维护公共利益。这一阶段的监督报道以“事件驱动”为主，注重时效性与冲击力，但往往止步于个案解决，缺乏对制度性根源的深度挖掘。
（二）建设性新闻：从批判到建构的范式转型
21世纪初，建设性新闻理念在北欧兴起，主张新闻报道应“不仅告诉人们世界发生了什么，还要告诉人们世界可以变得更好”。[4]国内学者将其引入后，结合本土实践提出“建设性舆论监督”概念，强调监督报道需具备“问题意识、解决方案意识、协同意识”，通过搭建对话平台、推动多方协作，实现从“破”到“立”的转变。[5]相关研究表明，建设性监督报道能更有效促进政策优化与社会共识形成。
（三）媒体参与社会治理：角色重构与路径创新
随着社会治理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媒体被视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参与者”。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为新时代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引和行动指南。[6]学者指出，媒体可通过“议题设置—民意聚合—政策反馈—效果评估”的闭环，深度嵌入治理过程。
民生监督报道作为媒体参与治理的重要抓手，其价值不仅在于解决具体问题，更在于通过个案折射系统性矛盾，推动制度完善。现有研究多聚焦宏观理论探讨，对一线记者的具体操作策略关注不足，本文试图通过案例分析填补这一空白。

三、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建设性舆论监督的“四维操作模型”
本文基于四篇报道的实践，构建“建设性舆论监督四维操作模型”，作为分析框架：
1. 民生痛点精准捕捉：从公众急难愁盼的个案切入，确保监督议题的公共性与紧迫性；
2. 跨域协同调查机制：突破单一部门局限，通过多源求证、跨层级采访还原问题全貌；
3. 政策传导梗阻诊断：从个案表象深入制度层面，诊断政策执行中的“中梗阻”与“末梢堵塞”；
4. 治理方案共建共享：联合职能部门、专家学者、公众共同探索解决方案，推动制度优化。
研究方法采用案例分析法，以《八旬老人“人户分离”养老困局调查》为核心样本，结合其他三篇报道的辅助材料，通过文本分析、过程追踪，还原监督报道的操作流程与治理效果，提炼可复制的实践经验。
 










	表1. 新闻报道四例要素情况一览

	作品名称
	监督层级
	核心治理成效
	四力完整度

	《八旬老人 “人户分离” 养老困局调查》
	全域制度型
	多地同步调整政策，全市出台统一居家养老实施文件，实现全市养老服务全域畅通
	四力完整

	《消失的档案》
	个体维权型
	协助当事人找到工作档案，仅梳理个人查询路径，无行业整改
	脚力、笔力完备，脑力、眼力挖掘不足

	《收费存疑引不满》
	矛盾调解型
	协调业主、物业、住建三方现场对账，化解单一业主收费纠纷
	缺少共性问题深挖

	《同药不同价 药店“隐形处方费”调查》
	行业提醒型
	涉事药店约谈整改，仅发布行业消费提示，无市场监管全域规范
	调查范围局限，未挖掘行业监管漏洞




四、主体论证：从个案到系统——建设性舆论监督的实践路径
（一）民生痛点精准捕捉：以“小切口”折射“大民生”
节目热线每日汇聚海量群众诉求，投诉内容涵盖邻里矛盾、消费纠纷、办事难题、政策执行冲突等多种类型，并非所有工单都适合深度建设性监督。记者的核心眼力，在于区分 “单点个体矛盾” 与 “系统性政策梗阻” 两类线索，分层定位报道层级。建设性舆论监督的起点，是精准捕捉具有普遍性的民生痛点。四篇报道均从个体诉求切入，但背后关联着群体性权益：
1. 《八旬老人“人户分离”养老困局调查》中，杨先生因户籍与居住地分离无法享受居家养老服务，看似个案，实则折射出扬州市各县（市、区）政策执行不统一的系统性问题。记者通过老人“爬楼困难”“类风湿关节炎”等细节，强化议题的民生温度，引发公众共情；
2. 《消失的档案》中，朱女士退休档案缺失直接影响退休待遇，记者从其“模糊记忆碎片”出发，挖掘出破产集体企业职工档案管理的普遍漏洞；
3. 《收费存疑引不满》聚焦恒温恒氧小区物业收费不透明，通过史女士的投诉，揭示科技住宅物业服务收费的行业性矛盾；
4. 《同药不同价》中，袁先生遭遇的“隐形处方费”，看似个别药店行为，实则反映基层药店服务中价格公示不规范的治理短板。
这些案例表明，一线记者需具备“从个体见群体、从现象见本质”的洞察力，将个案转化为具有公共价值的监督议题。
（二）跨域协同调查机制：打破信息壁垒，还原问题全貌
建设性监督报道的核心在于“调查的深度”与“信源的多元”。四篇报道均突破了单一部门采访的局限，构建了跨层级、跨领域的协同调查网络：
1. 在养老困局调查中，记者先后采访邗江区、仪征市民政局，对比两地政策差异；进一步扩展至高邮、宝应等地，发现“主城区落实较好，县域存在梗阻”的规律；同时引入市委党校专家，从行政壁垒、财政机制、服务理念三个维度诊断问题根源；
2. 《消失的档案》中，记者从市直就业中心到区托管中心，再到街道办，排查多个部门，最终通过“电子玩具厂为苏扬玩具总公司分厂”的关键信息锁定档案去向；
3. 《收费存疑引不满》联合住建、市场监管部门现场对账，厘清“合同约定、单独列账”的政策边界；
4. 《同药不同价》暗访市区多家药店，对比不同付款方式的价格差异，并联合市场监管部门现场核查收费记录，确认“价格公示不到位”的核心问题。
这种“多源求证、交叉验证”的调查机制，既确保了报道的真实性，又为后续解决方案提供了扎实的事实基础。
（三）政策传导梗阻诊断：从“执行偏差”到“制度缺陷”
建设性舆论监督的深度，体现在对问题根源的制度性诊断。四篇报道均未止步于“曝光问题”，而是深入分析政策执行中的梗阻点：
1. 养老困局报道中，记者发现仪征市“政策梗阻”的根源在于“本级财政出钱”的预算限制，以及“数据孤岛”导致的重复享受风险；高邮、宝应等地则因“协调机制缺失”“怕担责”而执行不力。这些发现直指行政碎片化、财政机制僵化等系统性矛盾；
2. 《消失的档案》揭示破产企业职工档案管理“责任主体模糊”“历史数据缺失”的制度漏洞；
3. 《收费存疑引不满》指出科技住宅收费“合同约定不明确”“部门监管缺位”的行业痛点；
4. 《同药不同价》发现基层药店“价格公示不规范”“服务告知不到位”的经营疏漏，以及监管部门“日常巡查覆盖不足”的治理短板。
通过制度性诊断，报道将个案问题上升为公共政策议题，为职能部门整改提供了明确方向。
（四）治理方案共建共享：推动“曝光—整改—机制完善”闭环
建设性舆论监督的落脚点，是推动问题的系统性解决。四篇报道均通过媒体、部门、公众的协同，构建了治理闭环：
1. 养老困局报道中，记者将调查情况反馈给市民政局后，仪征市迅速整改，为杨先生办理服务；随后市民政局下发文件，统一全市政策，实现“全域畅通”；高邮、宝应等地跟进调整，最终形成跨区域协调机制。专家提出的“钱随人走”“智慧养老平台”等建议，为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的养老服务提供了参考；
2. 《消失的档案》梳理出“破产企业职工档案查找路径”，为同类群体提供可复制的求助指南；
3. 《收费存疑引不满》推动物业“规范履职”、业主“理性维权”、部门“强化监管”的三方共治方案；
4. 《同药不同价》促使市场监管部门要求药店“明码标价”“事前告知”，并开展全镇摸排，杜绝模糊定价。
建设性监督区别于普通投诉报道的核心，是不只停留在 “谁做错事” 的表层，而是依托脑力深挖矛盾背后行政、财政、机制层面结构性问题，实现个案上升至全域治理议题。这些实践表明，媒体不仅是“监督者”，更是“治理伙伴”，通过搭建对话平台、凝聚共识，推动制度优化与治理升级。

五、讨论：建设性舆论监督的价值升维与风险规避
（一）价值升维：从“解决问题”到“完善制度”
四篇报道的实践表明，建设性舆论监督实现了三重价值升维：
1. 个体权益到群体福祉：从解决杨先生的养老服务，到推动全市“人户分离”老人政策统一；从帮助朱女士找到档案，到为破产企业职工提供查询路径；
2. 从个案整改到制度完善的治理升级。建设性监督的核心在于“以问题倒逼改革”。如彻底解决高龄老人持续数月的办事难题，保障老年群体基本养老权益；消除扬州各区县养老政策差异化壁垒，惠及全市跨区域居住高龄群体；治理参考价值，报道剖析的财政分灶、行政碎片化、政务数据孤岛等问题，为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跨区域民生服务协同提供地市实操样本，具备可复制借鉴意义。此类实践表明，监督报道正成为政策迭代的重要触发点，推动治理体系精细化、法治化。
3. 从媒体监督到治理协同的范式转型。传统监督常以媒体“单打独斗”为主，而建设性监督强调构建“媒体+政府+专家+公众”的协同网络。这种“媒体搭台、多方共治”的模式，不仅提升了问题解决的效率，更重塑了社会治理的生态，使监督从“对立式曝光”转向“共建式治理”。
4. 上述价值升维的背后，是媒体角色从“旁观者”到“建设者”的深度转变。通过将个案置于公共治理框架下审视，监督报道正成为撬动制度创新的杠杆，推动社会治理从“碎片化修补”迈向“系统化优化”。这种转型不仅回应了公众对高质量监督的期待，更为媒体深度融入国家治理体系提供了可行路径。
（二）风险规避：坚守边界，避免“越位”与“失位”
建设性监督报道需警惕两种风险：
1. 越位风险：媒体不能替代职能部门履职，需坚守“监督者”而非“执行者”角色。如养老困局中，记者仅反馈问题、推动协调，具体整改由民政部门落实；
2. 失位风险：不能因追求“建设性”而弱化监督锋芒。如《同药不同价》中，记者明确点出药店“经营不规范”、监管部门“巡查不足”，保持批判性底色。
一线记者需把握“到位不越位、监督不替代”的原则，在推动问题解决的同时，维护媒体的独立性与公信力。

六、结论：构建“问题导向—协同治理—制度完善”的监督新生态
本文通过四篇民生监督报道的案例分析，系统揭示了建设性舆论监督从“个案破局”到“系统重塑”的实践逻辑。研究发现，新时代舆论监督的核心价值在于：以民生痛点为切入点，以跨域协同为手段，以制度完善为目标，通过媒体、公众、职能部门的三方互动，构建“曝光—整改—机制完善”的治理闭环。在此过程中，媒体、公众与政府职能部门形成“曝光—整改—机制优化”的治理闭环，实现了从“问题揭露者”到“治理参与者”的角色升维。这一转型不仅回应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求，更彰显了主流媒体在推动社会进步中的责任担当，也从舆论监督中提升了公众满意度。
对一线记者而言，提升建设性监督能力需锻造“三重素养”：一是民生洞察力，即从个体困境中提炼普遍性议题的能力。如养老报道中，记者从八旬老人的个案困境，敏锐捕捉到“人户分离”政策落地的普遍性梗阻，为后续制度优化奠定基础；二是系统思维力，要求记者超越表象，透视问题背后的制度性根源。例如，在“同药不同价”报道中，记者通过药价差异现象，深入剖析医保政策执行中的区域标准差异，为政策统一提供了决策依据；三是协同推动力，强调联合多方共建解决方案。在“收费存疑引不满”调查中，媒体搭建沟通平台，促成物价、住建、物业等多部门协商，最终形成规范化收费细则，实现了从“单一曝光”到“多元共治”的转变。
面向未来，舆论监督需在“深度”与“广度”上持续突破。一方面，要深化“建设性”内涵，推动监督报道从“解决一个问题”向“完善一类制度”升级，通过个案调查触发政策修订或实施细则出台；另一方面，要拓展“协同”维度，从区域治理向跨区域协同治理延伸，借助数字化手段打通数据壁垒，构建跨部门、跨层级的联动机制。在此过程中，媒体应主动嵌入社会治理体系，成为连接民意与政策、问题与解决方案的枢纽，以高质量的监督报道助力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真正实现舆论监督的社会价值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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